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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中日
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军事之比较

陈 伟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无论从警察制度、
公共交通，还是从学校制度、产业发展来看，与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的清朝相比，日本都已经走上近代民

族国家的道路。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是福泽渝吉提出的 “脱亚入欧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由早期维

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内容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但改革主

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清朝与日本在海陆军和武器装备上差距较小，在战略、情报战和培养军事人才方

面存在差距。清朝实行雇佣兵制，日本采取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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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不仅终结

了东亚地区以清帝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而且进

一步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国内学界在

甲午战争的相关研究领域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

有关甲午战前两国比较的研究尚属薄弱。据作者

所知，国内学界有关甲午战前中日比较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教育、两国政局、海军、情报活动等方

面。但对甲午战前两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

事进行对比的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从比较视

角，对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

军事等方面略做比较，以期能从中汲取历史经验

和教训。

一、前近代国家的中国与近代民族国家的日

本

甲午战前中国处于清朝统治之下，以乾隆朝

结束为标志，清朝开始走上了衰落道路，历经嘉

庆，到道光朝，国内矛盾愈加突出，人口增长远

远超过耕地的增长速度，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下

降。1600—1800 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

1. 5 亿增加到 3 亿多。而同时期的可耕地数量从

5. 49 亿亩仅增加到 7. 91 亿 亩［1］( p. 99)。两 相 对

比，耕地增加数量为 50%，而人口增长则超过

了 100%。另外，行政机构的臃肿和官员的腐败

无能，以及巨额财政赤字都显示出清王朝衰落的

征象。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

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

订，迫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在社会生活领域，由于清朝地域辽阔，各地

民情差异极大，衣着服装和生活状态迥异。在东

部沿海地区的开港地，如上海、广州等地西式生

活方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穿西装和吃西餐的现

象开始出现，但广大的内陆地区还处于自给自足

的封闭小农社会状态。种植和吸食鸦片现象比较

普遍，男人拖着长辫、妇女缠足依然是当时中国

社会的普遍现象。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

败，清朝与英法俄等国又相继签订不平等条约，

并借助英法军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镇压太

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汉族官僚认识到西方列强的 “船坚炮利”，于是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推行以 “自强”和 “求

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 1861 年 1
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为标志，总理衙门总

揽一切洋务，处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在此之

前，清朝设立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接待藩邦、属

国或外 国 贡 使。从 处 理 “夷 务”到 总 揽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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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仅是指名称的转变，也从中反映出清朝

对西方认识开始有所转变。1862 年，经恭亲王

奕䜣倡议，仿照西式学校，在北京设立同文馆

( 外语学堂) 。1863 和 1864 年，李鸿章又相继在

上海和广州开办广方言馆 ( 外语学堂) 和同文

馆 ( 外语学堂) 。1866 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开

办船政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堂讲授法语和造

船，后堂教授英语和航海。1880 年，李鸿章在

天津创办一所水师学堂。1885 年，又在天津开

办一所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从总体上看，

全国学校数量还非常少，且分布多集中于东部沿

海的几个重要通商口岸，这些学校的成立标志着

近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清政府开始

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从 1872 年到 1881 年间，

共有 120 名学童分四批赴欧美留学，其中有以后

修筑京张铁路的著名建筑师詹天佑。1876 年，

福州船政局选送 30 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

其中有以翻译 《天演论》闻名的近代启蒙思想

家严复。当时中国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

度，社会治安由各级衙门的差役负责。公共交通

以驿站运输为主。1881 年，在天津以北铺设了

一段长 20 里的铁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消极恐

惧和担心因修建铁路会导致自身失业的车夫和船

夫的反抗，铁路事业未得到发展。在洋务运动

中，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著名的有: 1872 年

李鸿章支持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7 年李鸿章

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 年李鸿章在黑龙江开

办的漠河金矿，此外，在造纸业、棉纺织和火柴

业，也开办了一些企业，这些企业多采取 “官

督商办”和 “官商合办”的形式，虽然做出一

些成绩，但由于“官督”带来腐朽的官场习气，

加之企业自身的封闭和垄断性，所以，并未能实

现洋务派希望通过兴办民用工业来实现求富的目

标。
1853 年，美国佩里舰队来航，打开了日本

江户幕府锁国的大门。其后，幕府与西方相继签

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

危机。以中下级武士为主的志士，发动倒幕维新

运动，于 1868 年成立了明治政府。1871 年明治

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形成统一国家。1889 年颁

布明治宪法，建立了近代日本政治体制。
在社会生活领域，新政权建立之后，提出

“文明开化”口号，积极推行以西方为榜样的社

会变革。在生活习惯上，人们剪去武士发结，改

为剪发，解除佩刀。西餐厅开始在日本出现，人

们开始吃西餐，吃猪牛肉、喝牛奶和啤酒，改穿

旧式礼服为和服或西服，住西式住宅，使用电

灯［2］( p. 55)。在文化教育事业领域，1871 年设立

主管教育的文部省。1872 年，颁布教育改革法

令——— 《学制》。新学制的基本原则是普及义务

教育和科学精神。在各府县设立高等小学。1872
年，在东京设立男女师范学校。由于幕府时期私

塾有一定普及，所以，开展近代义务教育比较顺

利。1886 年，文部大臣森有礼又颁布了 “帝国

大学令”“师范学校令” “中学校令” “小学校

令”，进一步健全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政府非

常重视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国专家、技术人才的

工作，从 1869 年至 1870 年，派出留 学 生 174
名，1873 年增至 373 名［3］( p. 401)。初期以雇用外

国专家为主，待遇较高，之后开始培养本国人

才。1871 年，成立工学校，专门培养高级科技

人才。1877 年创办东京大学。又选拔优秀人才

出国留学，为自主人才培养打好基础。1871 年

11 月，颁布县治条例，在各府县建立地方警察

制度。又于 1872 年 8 月在司法省设立警保寮，

作为 全 国 统 一 的 警 察 中 央 机 关。之 后， 在

1888—1889 年，又进一步改革警察制度，构筑

遍布全国的警察网，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在公

共交通领域，1872 年 9 月，日本首条铁路即东

京到横滨的铁路开通。接着，1874 年神户、大

阪间，1877 年大阪、京都间铁路相继通车。公

路交通的发展也很迅速，马车、人力车不断增

加，还出现了客运马车。1871 年，东京、京都、
大阪间通邮，开始建立起近代邮政事业。到 19
世纪 80 年代，基本形成了全国水运网络。明治

政府提出“殖产兴业”口号，大力发展资本主

义经济。1870 年，成立工部省，作为领导殖产

兴业的总机构，重点是发展铁路和矿山，以官办

重工业为主，为军事服务特点明显。
综上所述，两国无论从警察制度、公共交

通，还是从学校制度、产业发展来看，日本都已

经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而清朝尚处于前近

代国家阶段。

二、中国早期维新思想与日本的 “脱亚入

欧论”

在甲午战前中国的思想家中，首先要指出的

是被称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先驱的思想家魏源。
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冲击，一些官员、士大夫开始

感受到强烈的外部危机意识，认识到中国正面临

“数千年来一大变局”［4］( p. 2151) ，作为士大夫一员

的魏源就是其中之一。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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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44 年写成 《海国图志》一书，介绍西洋的

历史地理和西洋的民主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他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观点。《海国图

志》问世之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定影响。
书中对英美议会、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美，对中

国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启蒙作用。可以说，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启洋务运动之滥

觞。影响远播日本，对倒幕开国和维新思想的形

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之后，将魏

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是被

称为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其中代表性的学

者有冯桂芬、郑观应和王韬。冯桂芬继承了魏源

的经世致用传统，在 1860—1861 年期间写成的

名著《校邠庐抗议》中肯定“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进一步提出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

本，辅以诸外国富强之术”等主张［5］( p. 58) ，这

一主张实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先

声。冯桂芬倡导 “自强”，提倡采用西学、制造

洋器，他的思想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

也被其后的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圭臬。郑

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理论家，首次提出民

主与科学口号，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 1894 年撰

就《盛世危言》一书。全书贯穿 “富强救国”
的主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主张赋予议

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保证能够建

立君主立宪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

改革，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

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

了著名的 “商战”理论，认为 “十万之豪富，

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王韬是中国早期改良派

思想家，在 1875 年发表的 《变法上》《变法中》
《变法下》三篇政论中，首次提出 “变法”口

号，比康有为、梁启超提出 “变法维新”主张

早 23 年。康梁的变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王韬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王韬是中国维新变

法运动的先行者。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由上述早期维

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内容从学习西方军

事技术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

但改革主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大部分主张并

未为清政府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

的洋务派所接受，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实施。不过

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起到了宣传和推动作

用。
甲午战前，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出现了两

种代表性思潮，其一是被称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

家的福泽渝吉在 1885 年 3 月 16 日 《时事新报》
上发表的名为 《脱亚论》的社论中提出的 “脱

亚入欧论”。福泽渝吉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

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和日本的伏尔泰。他提出

“脱亚入欧论”的背景是包括福泽在内的日本民

间人士，对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衰退和支持的朝鲜

改革派下台的愤恨，不过，从更深层次的动因来

看，它反映出来的是明治政府建立后一贯的外交

方针——— “远交近攻”，这一方针继承了幕末思

想家吉田松阴提出的 “得失互偿”观点，主张

在与欧美交好的同时，失之于欧美，得之于邻

国。在这篇社论中，福泽渝吉认为，中国和朝鲜

“遇今文明东渐之风潮，绝无可以维持其独立之

道”［6］( p. 313) ，由于其 “不仅于我日本毫无帮助，

以西洋文明人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

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

命令我日本”［6］( p. 314)。将中朝两国比喻为恶友，

宣称“与恶友交善者不免同受恶名，吾等衷心

谢绝东亚之恶友也”［6］( p. 314)。从实践来看，福泽

渝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与明治政府已经或

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契合的，日本一方面谋求与欧

美诸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并缔结新的平等条约; 另

一方面，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了达到上

述目的，日本以扩充军备为手段，逐渐走上了侵

略邻国的道路。福泽的 “脱亚入欧论”为甲午

之战从客观上做了宣传鼓动作用，特别是其将甲

午战争定位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可以说是对其

“脱亚入欧论”的最好诠释。福泽渝吉提出的

“脱亚入论”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其二是大亚细亚主义，代表性学者是樽井藤

吉在 1893 年写成的 《大东合邦论》。他提出日

本应和朝鲜对等合并，建立 “大东联邦”，并与

清朝结盟，联合对抗西方列强。樽井藤吉提出的

“大东合邦论”，与福泽渝吉的 “脱亚入欧论”
针锋相对，但这种思潮未得到日本社会应有关

注。

三、中日军事之比较

首先，从军队构成和武器装备上看，清朝陆

军一向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但到清朝晚期，

八旗兵已日益腐化堕落，失去抵抗外侮能力。鸦

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朝开始积极引进西方新型

武器装备清军。绿营兵也改组为勇军和练军，成

为清朝对外作战的主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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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勇军被解散，部分改编为湘军和淮军。洋

务运动以发展军事工业为重点，李鸿章积极主张

军队西洋化。淮军、湘军和练军基本上配备了从

欧洲进口或中国军工企业生产的近代武器。而且

清军的装备也随着西方武器的发展不断更新，特

别是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其装备先进程度为清朝

各军之翘楚。投入甲午战争作战的清军陆军，主

力以北洋陆军 ( 前淮军) 为主。清军大炮和机

关炮总数为 1 733 门，洋枪装备 23 万支，旧式

枪 支 4 万 支，12 万 参 战 部 队， 机 械 装 备 率

85%［7］( pp. 28 － 29)。海军以北洋海军为主。1880 年，

李鸿章负责筹备北洋海军，大力购买欧洲近代舰

船，兴建旅顺、大连、威海卫等海防要塞。作为

清朝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截至 1888
年，北洋舰队拥有军舰 25 艘，实力位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八。但 1888 年之后，由于水师经费

为慈禧太后挪用于修建颐和园，多年 “未添一

船”［8］( p. 8) ，原有舰艇也相继老化。至甲午战前，

北洋水师共拥有 31 艘舰艇，总吨数近 4 万吨。
加上福建、广东、南洋水师，共有舰船 82 艘，

水雷艇 25 艘，总吨数 8. 5 万吨［7］( p. 23)。
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连年扩充军费，到

1893 年完成既定的扩军计划，其中陆军拥有 7
个师团，兵力人数战时可达到 23 万 人，大 炮

294 门，全部配备国产及进口洋枪，枪械装备率

100%［7］( pp. 28 － 29)。日本为了发展近代海军，与清

朝北洋海军对抗，在连年增加海军军费预算的同

时，上至天皇，下到庶民，纷纷捐献海防金。日

本通过实施八次海军扩张案，至甲午战前，海军

军舰数量已经可以与清国舰队匹敌，共拥有 28
艘军舰、24 艘水雷艇，总吨位 59 106 吨［7］( p. 27)。
虽然总吨位不及清朝舰队，但由于日军舰队舰龄

较短，在设计上吸收了当时世界造船技术的最新

成果，因此，性能上已超过中国军舰。
在战略方面，日本在实力不如中国时，战略

方针是在争取实际利益的同时，采取表面妥协。
如 1885 年中日双方签署的 《天津条约》，虽然

从表面上看日本承认了清朝对于朝鲜的宗主权，

但实际上使日本获得了在朝鲜与清朝平等的权

利，使得日本和清朝实际上成为朝鲜的共同保护

国，也为后来日本出兵朝鲜埋下了伏笔。
日本很重视情报战的价值，驻外公使馆设置

谍报课，由间谍武官、情报员、侦查员，以及旅

居清国的侨民，构建情报网络。日本参谋本部次

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了备战，从 1893 年 4 月到 6
月，亲自视察朝鲜和中国。在甲午战前数年，日

本军部还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间谍人员，广泛搜

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
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

建立了军事间谍和情报网络。反观清朝在战略上

对日本重视不够，尤其是清朝的实力派李鸿章过

分相信“以夷制夷”策略，幻想依靠俄英从中

进行调停，采取消极迎战的战略方针，战争准备

不足。清朝不重视情报收集工作，也没有设置专

门的情报机构。对于国内存在的大量日本间谍和

清朝奸细打击不力。
在军事人 才 培 养 上，早 在 江 户 幕 府 末 期，

1855 年，幕府就在长崎设置了讲武所和海军传

习所，聘用荷兰教官，开始培养日本第一批海军

人才。1863 年，又在神户设立操练所，培养出

以后的诸如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外相陆奥宗光等

优秀海军人才。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于 1869 年

在东 京 设 置 海 军 训 练 所 ( 次 年 改 称 海 军 兵 学

寮) ，从英美聘请 34 名教习教授航海、轮机、
操炮等海军知识，培养出山本权兵卫、东乡平八

郎等多名海军将领。除海军军官教育之外，日本

还于 1871 年成立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为扩大

水兵来源，又于 1873 年命令各镇守府设立训练

所，负责新兵教育。日本早在 1862 年就开始派

遣海军留学生赴荷兰留学，1871 年又派遣 16 名

海军学生赴英、美学习海军知识，在留英学生中

知名的有东乡平八郎。经过 30 多年努力持续培

养海军人才的工作，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

海军人才已初具规模。与日本相比，中国培养海

军人才时间较晚，如前所述，1866 年，在福州

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

堂，比日本晚 11 年。中国在 1877 年才派出第一

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留学，比日本晚了 15 年。
在兵制方面，清朝采取雇佣兵制。士卒年龄

不一，战斗经验也各不相同。受长期和平环境影

响，军队懒散成风，将士缺乏抵御外侮的实际作

战能力。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就提出 “富国强

兵”口号。将各藩兵权收归中央，成为新政府

的军队。但政府认识到仅靠旧有士族组成的军队

难以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国家军队，于是实施一

系列的军事改革，首先废除旧有士、农、工、商

的等级制度，允许平民称姓，并有选择职业、迁

徙和结婚的自由。1869 年，派出以山县有朋、
西乡从道为首的军事考察团出访欧洲，考察欧洲

的军制和兵制。1872 年，政府将兵部省分为陆、
海军两省，山县有朋担任陆军大辅。同年颁布

《全国征兵之诏》和 《太政官告谕》。18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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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东京等六个镇台，规定征募区。同年发布征

兵令，规定日本男性公民无论贫富贵贱、地位高

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由此开始建立起近代资

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常备军。1889 年 1 月，为适

应扩军要求，又颁布了新 “征兵令”。1893 年，

日本修订战时兵役编制，现役、预备役、后备

役，构成政府军队的野战部队、守备部队、补充

部队的兵源。征兵是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从

一定意义上说征兵制是近代化的产物。

四、结语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甲午战前中日两国

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方面存在着一定差

距。两国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日本

江户幕府末期，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同时受到西

方列强冲击，以西方列强的外压为催化剂，维新

志士掀起倒幕维新运动，推翻德川幕府，建立资

本主义政权。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开始推行一系

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变革，提出 “富国强兵”
“殖产兴业”和 “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在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实施以西方为模

式的改革。从历史上看，日本主动学习意识比较

强，以强者为师是其传统。清朝遭受了两次鸦片

战争失败，西方列强开始从海上和边疆地区对中

国进行渗透，海防和边疆危机时有发生，继失去

琉球、越南等朝贡国之后，又面临着失去最后一

个传统朝贡国———朝鲜的危险，清朝朝贡体制濒

临瓦解。国内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

和回民起义。面对这种空前严重的国内外危机，

清政府因循守旧，反应迟钝，并没有变被动为主

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进行政治、经济、
社会的 全 面 变 革。洋 务 派 虽 然 以 “自 强”和

“求富”为口号，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但运动

范围局限于机械制造、造船、制造火器、通讯、
开矿和轻工业等外在的西洋技术，而没有学习和

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科学、文化、艺术等内在的

东西，最终以甲午战败为标志，宣告洋务运动的

失败，也未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第二，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由此造成

普通国民缺乏明确的国家意识，对国家的认同感

较低。各地封疆大吏 “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

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5］( p. 2157) ，仅以李鸿

章举直隶一省之力对抗日本，其结果可想而知。
可以说，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

鸿章一人战耳”［5］( p. 2157)。反观日本地域相对狭

小，各地之间差异较小，通过明治政府推行的一

系列变革，国民的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全体国民

上下一心，积极支持战争。第三，当时日本通过

明治维新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已经走上近代民

族国家的道路。而清朝尚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

虽然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变法维新主张，但由

于清政府害怕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采取任

何危及自身统治基础的政治变革，自然不会接受

这种变法维新主张。第四，明治政府具有强烈的

生存危机意识，积极对外扩张，利用 “旧江户

时代武士的伦理说教，将其理想成武士道，作为

军人的精神支柱”［7］( p. 301) 和对外扩张的精神工

具。清政府大国优越感尚未丧失，缺乏严重的危

机意识，面对内忧外患，只是疲于应对，未能主

动出击。
总之，甲午战前清朝体制落后于日本，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亟待变革。但清

朝统治者因循保守、得过且过，错失了发展良

机，致使与日本的差距逐渐增大，最终导致甲午

战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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